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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山地区出土的西南文化因素器物

除张家崖村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外，陇山东西两翼地
区还零星出土有一些自西南地区传播而来的铜器。根据其文
化归属的不同，分别进行讨论。

甘肃庆阳李沟出土的1件铜矛（图4），矛叶呈尖叶状，最宽
处居中，短骹，双弓形耳，骹部两面有相同的“蝉”“手”等纹饰，
骹口饰一周雷纹。这类装饰“巴蜀符号”的双弓形耳短骹铜矛，
为成都平原东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器，如京川饭店战国墓所出
者，纹饰、形制与庆阳李沟铜矛基本一致。甘肃漳县墩坪M28
出土的1件铜矛（图5），矛叶呈柳叶形，短骹，两侧有半环耳。同
样的器物，在成都金沙遗址星河路M2722、商业街船棺葬一号
棺均有出土。甘肃境内两处出土巴蜀青铜器的地点，多伴有双
鸟回首纹剑、泡饰、扣饰等典型北方系青铜器出土，或墓内可
见大量殉牲，结合地望可确认其为东周西戎文化遗存。

陇山地区秦人墓葬中，也有自西南地区远距离传播而来
的铜器。如甘谷毛家坪M2204：18柳叶形剑（图6），中脊隆起双
穿在一条直线上，长度不足30厘米，与成都双元村M15：13、茂
县牟托一号石棺墓陪葬坑K1：19相近。毛家坪M2204墓主为
屈肢葬，椁室内隔出头箱，出土成组的青铜鼎、甗、盂、盘、匜等
容器，系典型的秦文化墓葬。

由此可见，东周时期以来在陇山地区杂处的西戎人群与
秦人墓葬中，都有自西南地区“北向”传播而来的青铜器。这些
青铜器既有西南夷文化因素，也包含巴蜀文化因素，尽管数量
不多，但地域特点鲜明，是西北、西南区域发生文化联系的重
要物质载体。

沟通的路径——“河南道”及其早期基础

固原张家崖村出土具有岷江上游特点的三叉格铜柄铁
剑，清楚地表明陇山地区与岷江流域至迟在东周时期就已经
产生文化往来。而庆阳李沟、漳县墩坪、甘谷毛家坪等地墓葬
出土的巴蜀文化青铜器，似可进一步表明成都平原与甘宁地
区也已经实现了文化上的沟通与联络。那么这些区域之间产
生文化交流的路径如何？

郦道元《水经注》“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
十年（前 361 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瑕阳战
国时属魏国，“青衣水”即岷江支流大渡河最大的一级支流
青衣江。即是说，瑕阳人曾取道“岷山、青衣水”经秦国返回
魏国。考诸当时列国的地理形势，魏国在秦之东，自青衣江、
岷山一线北上渡过白龙江后，必然要向东穿越今陇南、宁夏
南部一带才能前往。因此，陇山地区逾越松潘草原至岷江流
域的通道早已形成，并为文献所记载。此通道的主体部分，
亦即六朝时期成都平原与西北地区产生沟通联络的重要通
道—“河南道”的“西蜀分支”，大体是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往
北，经行都江堰、汶川、茂县、松潘至白龙江上游支流包座河
畔的卡坝。汉晋时期巴蜀地区的早期佛教或经由此途径传
播而来，粟特人亦沿此线路进入四川盆地后，顺长江而下进
行商业贸易。

实际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岷江上游地区就与陇山地区产
生了文化联系。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有较为典型的马家窑文
化遗存，茂县波西村试掘还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风格

的彩陶钵、双唇小口瓶、尖底瓶、变体鸟纹内彩钵形器等遗物，
江章华据此认为“岷江上游至少在庙底沟时期开始，就与甘肃
地区的洮河、大夏河、湟水、大通河、庄浪河和白龙江诸流域的
古文化几乎是同步发展”。到夏商时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
沙等遗址内出土具有齐家文化风格的玉琮、玉石璧，具有二里
头文化风格的玉璋、有领玉璧、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在陇西南
地区都有相关发现。岷江上游地区是连通陇西南与成都平原
两地的主要地理走廊，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就是通过这条
通道对成都平原地区产生文化影响，并促使成都平原地区本
土文化发生巨变。

由此可见，陇山地区与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联系，至迟在
公元前 3500年就已经建立，地处岷江下游的成都平原也由此
地理通道实现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并长期持续至唐宋
时期。

结语

自童恩正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理论以来，中
国北方与西南地区的文化联系就引起学界的持久关注。带柄
铜镜、竿头饰、双圆饼首剑、T形茎首剑、三叉格剑、动物纹牌
饰等一大批反映该地带内部文化与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
遗物被辨识出来。但已有研究揭示的大多是自北向南的影响
与传播，反之则关注不多。固原张家崖村及附近区域出土的
西南夷、巴蜀文化因素铜器，清楚地表明，古代西南民族的文
化也曾经北向传播至陇山附近区域，而早在公元前 3500年就
已经形成的“岷江—陇山”通道，是这种双向互动的核心孔道
之一，并一直持续至历史时期，成为“河南道”形成的早期
基础。

（作者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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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是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8 月 13
日至 15 日，为进一步探讨西南地区考古新发现、文化
交流、人群迁移融合以及西南丝绸之路形成的史前基
础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
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
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史前考古研究室承办的“山地走廊：文化交流与民
族 融 合 （成 都 · 2026） ”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四 川 成 都
召开。

会上，学者们围绕“文化交流与互动”“新发现与
新思考”“水利、资源与文明”“调查、研究与文明互
鉴”等议题，采取主题发言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学术交流，交流内容整理如下。

议题一：文化交流与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小军作
《从江汉到巴蜀：三峡廊道的早期文化传播》 报告，
系统梳理了江汉平原与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序列，
通过城址结构、筑城技术、陶器特征、生业方式等
对比，论证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对宝墩文化的影
响，提出三峡是两地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长江中
上游存在共性的“山前定居带”聚落模式，而长江
下游则是“湿地—山前定居带”模式，同时指出两
地文化双向互动的具体路径、角色转换机制仍待进
一步研究。

武汉大学副教授郝晓晓作 《考古学视野下横断山
区与北方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 报告，梳理了新石器
时代至青铜时代横断山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阶段
性特征。她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文化南下
推动了横断山区的农业化进程，交流线路分为东西两
线在甘青南部汇合后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青铜时代
北方文化因素 （器物、冶金技术、丧葬习俗、马相关
信仰等） 持续影响横断山区，而东部青铜文化以成套
的容器为特征的礼制传统并没有影响到横断山区。区
域文化因素分布差异与周边文化势力的强弱态势
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超作《公
元前 3 千纪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与互动》
报告，梳理了东南亚大陆早期农业与新石器化。他通过
刻划纹陶器、牙璋、有领环等器物对比，结合铜矿溯源
研究，提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自史前时期就存在持续文
化交流，至迟在青铜时代路线已非常复杂，交流路径与
后世西南丝绸之路极为接近。

议题二：新发现与新思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高寒发言题目
为 《青藏高原东缘的文明曙光——孔龙村遗址考古新
发现与研究》，孔龙村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大渡河上
游。2023 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持续
开展发掘工作，已完成发掘面积 16000余平方米。该遗
址是川西高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新石器
时代农耕聚落，延伸了区域新石器文化与旱作农业的
年代上限，为研究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农业起源传播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遗址罕见揭露出
含居址区、手工业区、壕沟、墓地的仰韶文化晚期完
整中心聚落，为研究其社会组织、聚落形态留下宝贵
资料。这里也是首次在中原以外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墓
地，为探究黄河、长江上游史前人群扩散与文化交流
提供了难得依据。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吴鹏发言题目为
《古蜀新探：温江鱼凫村遗址 2024～2025 年度发掘收
获》，确定城址形状为六边形，总面积 40万平方米，发
掘明确了遗址三期文化特征，厘清陶、石器从宝墩文化
向三星堆文化过渡的演变规律，获取了丰富纯粹的第三
期遗存，刷新了以往对三期遗存分布范围、存续时长的
认知；通过多学科手段复原古城水系变迁，为了解城墙
兴废历程、遗址功能性质变迁、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观
察视角。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郑禄红发言题目
为《郪江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考古新发现》，介绍 2025年
至 2026 年对涪江支流郪江流域开展的系统调查。在下
游约 50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先秦时期遗址 20余处。这
些遗址均沿河流台地呈条带状分布，面积大者不过万
余平方米，小的仅有数百平方米，呈现出非中心化的
聚落形态。其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时期，
以商周时期为主，包含大量三星堆文化遗存。郪江先
秦遗址群的发现填补了川中丘陵地区先秦考古的空
白，对于认识区域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乃至文明演进
均具有重要价值。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祥宇分享
《彭州竹瓦街遗址考古勘探、发掘收获及未来工作规
划》，他回顾了该遗址的两处西周青铜器窖藏。据介
绍，近年来的勘探发掘工作确认遗址现存面积 110万平
方米，分布范围达 300万平方米，石头埝、蚂蟥堆、临
江院等九个地点的调查勘探情况表明，竹瓦街遗址主
体堆积为西周早期，商时期遗存在遗址内较为零星，
西周中晚期遗存则分布于遗址西侧。出土铜矿石、铸
铜范模、加工骨料等重要遗物。发现遗址分布受古河
道限制，下一步将联合外部水文考古专家，开展合作
研究，以全面厘清竹瓦街遗址古河道的分布格局及其
与遗址的内在联系。

议题三：水利、资源与文明

南开大学副教授刘亦方以《成都平原早期城市与水
利》为题作分享，梳理成都平原地貌水文特征，分析从
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时期的水利建设演进路径，提
出“因水立城、因城治水、由水探城”的核心认识。他
认为，水利实践既支撑了早期先民生存，也推动了地区
城市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为后世都江堰水利系统营建
奠定了本土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李冬冬以 《史前
“水利共同体”及其社会逻辑的量化研究》 为题作分
享，基于长江中游史前墓葬大数据量化分析，提出长江
流域“史前水利共同体”理论概念，通过估算墓葬反映
的关系财富基尼系数，发现人口规模、水利工程、仪式
性权力与社会不平等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魏特夫理论
假说不同，长江中游史前水利工程的修建和日常维护，
主要依靠家族内部或多个家族之间的自发协作来维持，
水利工程出现与权力集中以及国家产生之间并不存在明
显因果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范梓浩以
《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发现的孔雀石矿物及相关问题讨
论》 为题作分享，梳理西南地区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的孔雀石出土情况。巫山大溪遗址距今 6300～5300 年
的孔雀石在一、二期为采集的零散矿物，三期被用作
绿松石替代品制作耳饰，可能受半坡文化使用绿松石
饰品随葬的传统影响。盐源皈家堡遗址距今 4200～
3700 年的薄片状孔雀石内部存在疑似人工冶炼形成的
铜颗粒，可能与早期冶铜实验相关。结合其他文化因
素的传播方向，推测其传播可能从甘青地区进入川
西，但目前西南地区冶铜技术来源的南、北两条传播
路径均缺乏完整证据链。

议题四：调查、研究与文明互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博以 《广东东江流
域博罗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 为题，对博罗地区考
古发现进行介绍，发现有战国时期台基式建筑、坍
塌为喇叭口的水井，部分器物与浙江绍兴地区战国
遗物高度相似，显示战国早期越文化已进入该区
域，本地铸造青铜削刀的铅同位素检测指向南岭矿
源。研究团队搭建陶片处理操作链记录 SOP，结合
技术类型学与风格类型学，设置 20～30 项陶片记录
指标，从成型、修整、装饰、烧制技术维度分析技
术传统，计划完成区域内 2 万片以上陶片分析，通过
技术传统相似度构建技术网络，以此间接测量区域
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金秀妍以
《基于个体特征的彩陶绘制者身份辨识——依托卷积神
经网络技术》 为题，针对史前陶器生产微观研究不足
的问题，研究团队以彩陶圆点纹饰为对象，通过对甘
肃临洮三家有亲缘传承关系的彩陶作坊开展实验考
古，证实圆点纹饰存在可识别的个体特征；采用渐进
式训练策略优化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经实验验证可准
确识别彩陶绘制者；将该方法应用于庙底沟遗址 34 件
彩陶分析，经迭代识别与交叉验证，确认至少有 3名技
术风格不同的陶工参与生产，首次从微观层面揭示史
前陶器生产的技术分工，表明专业化生产并非去个性
化，而是对个性化技术的高效管理，陶器成型与绘彩
可能是独立生产环节。

上海科技大学副教授涂栋栋以 《全球化，还是跨
区域互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至公元前一千纪
前半叶中长距离交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为题，
以“早期全球化”为切入点，反思早期文化交流研究
中过度聚焦起源追溯与路线构建问题，提出应关注交
流机制、本地社会对外来因素的选择与改造。公元前
二千纪以后，交流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显著强化。通
过北方青铜器、小黑石沟、战车与海贝等显示多方向
联系，北方地带不是被动边缘，而是参与者、中介者
和地方化生产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文臻以 《卡尔纳
克孟图神庙考古收获——中埃联合考古十年回顾》
为题，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埃及卡尔纳
克孟图神庙项目工作收获，先后清理奥西里斯神殿
区六座小神殿，确认神殿区存在围墙环绕，首次在
同一神庙区发现两座圣湖，改写了古埃及神庙布局
认知。项目同步开展文物清理、修复、保护与三维
建模工作。

总结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
长李新伟在作总结发言时，回顾了青年史前会议的举
办历程，他表示会议初衷是为长期深耕田野一线的考
古从业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搭建交流平台，目的是打破
单一地域研究的局限、拓宽宏观学术视野。他认为本
次会议以西南山地走廊作为核心议题，与会学者的发
言贡献了诸多研究“廊道”的视角与方法，有助于重
新审视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格局。强调地理位置深刻
影响各地文明与农业的起源及其后续发展，应当立足
地理视角考察中国早期文化演进，借助三级阶地理论
重新解读史前文化发展面貌。希望参会人员以本次会
议为契机，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启发更深层次的学术
思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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